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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对圣座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是关键的一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以及邓小平倡议（1977）

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三十周年。我曾经在香港居住好几年（1992‐2001 年），一直关注在中国的教

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正步出漫长和严峻的迫害。由于职责所在，我数次前往北京，对中国的经济

进展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教会的未来寄以厚望。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连同那些为信仰而受苦

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发圣德的芬芳。看来教会的苦难，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时所受的苦还多。可是，教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仍要面对极

大的挑战。中国与圣座之间的交往也困难重重，此关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也涉及相互了

解的难度，以及对问题看法的不一。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 2005 年逝世，他对访问中国的宿愿无法实现；然而，他所留下的丰富

遗产：就是他对中国教会的热爱，对那些与伯多禄继承人失去圆满共融的人那份像父亲般的关怀，

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衷心欣赏和深情厚意，在不少场合中，我成为这些事实的直接见证人。2007

年，本笃十六世彻底审察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与圣座建立关系的日子，客观看来，不会太近，

所以必须致力铺路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公 表明：圣座面对中国教会复杂情况所持的态度；其

次表明何种态度是中国教会本身从内部所期望的，以便理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圣座孕育了

何种心态以面对中国政府。 
 

在此背景中，诞生了教宗的函件《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

者及教友的信》，于 2007年 5月 27日签发。 
 

圣座面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 
 

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我在香港

的时候，曾用一个模拟来形容发生了的情况。就历史而言，自起初中国的传福工作曾是忠于福音

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这泉源诞生的教会，就好像一条清澈的河流，因地势的不平（历史

的变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这条河的生命起了扭转乾坤的变化。因此部份

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份继续在地面流动。按模拟而言，教会的一部份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

制，而另一部份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有人会问：这两股水流会否有一天自由地、公

地汇合？当然，在基督圣心慈爱的浩瀚海洋里，最终会殊途同归。但是，在历史过程中，在中

国的教会有可能再一次出现有目共睹的合一吗？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会在中国的生活和福传工

作提出指导思想。该信函的主要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根据教宗，中国教会应在自身内重拾迈向修

和的意志和力量，而当务之急，就是消除成见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

为此，必须踏上真理、信任、净化和宽恕的旅程。 
 

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四方面：所谓「地下」团体，即未经官方政权认可的教会团体；以及所谓

「爱国」团体，即获得政权承认团体；还有圣座以及北京政府。 
 

事实上，这些主体相互牵动，而形成多边关系，包括公 的和隐蔽的、明智的和轻率的、审

慎的和粗暴的。因此，修和之旅将难以实现，假如圣座和北京之间缺少了与此旅程同步进行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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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对吗？ 
 

 

两股「水流」之间的对话 
 

按初步分析，我们要承认，教宗信函所表达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难，此乃源自外来的压力，也

出于这两股「水流」之间的误解。经历数十年的分隔，彼此之间已挖掘了鸿沟，又建立了围墙，

因此，对教会内部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 
 

鉴于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冲突的状态下，

不可能为当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

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统一及

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18）。 
 

圣座与中国政权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的信函中，一 始便强调现有的问题不可能在圣座和北京政权持

久对立的情况下去解决，为此，信函 宗明义作出明确和公 的声明：「随时准备作相互尊重及

建设性的对话」（n.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 放从未丝毫减弱。当然不论是圣座或中国─

─一个崛起的大国，双方行事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寻求解决方案便遥遥无期

吗？ 
 

从圣座角度来看，要进行对话（不但与中国，也与世界其它每个国家），该先创造甚么条件？

首先，有些条件是先决性的，例如：互相信任、平等对待、确立意愿，即愿意进入对话，以及遇

上困难时仍愿意持续对话。圣座遵循教会建立者（基督）的意愿，维护教会的四大特性，作为对

话的准则。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间的合一，与教宗的合一；至圣性，包括牧者们

的堪当性和适合性（译按：天主教法典 377 第 2项）；至公性（又称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

信仰；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意谓教会的根源和架构与宗徒的承传息息相关。圣座也清楚意识到，

这些特性是在每个民族的具体环境中体现和生活出来的，并密切地使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融入基

督信仰得以提升。因此，在中国的教会如同在各国的教会一样，尽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

许信友在实质上和感觉上，既成为十足的教友，也不失半点中国人的本色。 
 

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发表以来，已有五年之久，期间圣座与中国的关

系看来是高低起伏。简而言之，容我列出最近出现在两者之间的三个绊脚石： 
 

1. 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

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

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

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

政和修院（例如：当局委任一名政府干部担任石家庄大修院副院长，导致修生罢课抗议）。 
 

2. 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导致屡次选出具争议性的候选人，甚至这些候选人在道德操守和牧

民事工上都不合格的，却得到政权鼎力支撑。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着选举的糖衣，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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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后参与者往往因事态严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它形式（向圣座）提出反对。 
 

3. 主教的祝圣，不管合法与否，都在礼仪中被逼接纳一些受非法主教的参与，他们的临在使

被祝圣者和祝圣者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 
 

或许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圣座的一些反应，也许他们不解甚了解，也许他们没有顾及圣座之

所以作出这些反应，无非是对一些固有的价值忠信地持之以恒，这些价值皆属教会的信理和教会

的传统，这样，教会的原貌才可获保障。然而，归根究底，圣座的措施总是出自对中国天主教教

友的真诚的和深度的尊重。 

 

中国教会与国家 
 

在中国的教会依据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来完成使命，不愿受到政权干预；教

会一方面遵守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尊重真理、正义和合作的原则。有一次，一位年长的中国神父

对我说：「在中国，我们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过是笼中鸟的自由！」事实上，在中国的

教会并不要求任何特权，更无意取代国家的位置，当然也不想成为政治团体；一个是教会，一个

是政治团体，两者彼此独立，互不混淆，但另一方面，教会却乐于为公益而作出贡献。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中国情况里一直是严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离，人身

自由被剥夺，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马达钦所遭遇的一样。其实他祇是宣布了希望投身于全职

牧民职务上，搁置那根本不相称于牧者的工作，在此事之后，个人和机构所受的控制加为尖锐，

当局也比以前更轻率地施用洗脑及强压的手段。 
 

当缺乏宗教自由时，或者宗教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时，难道整个教会不是有责维护中国信友的

合法权利吗？而圣座不是有责率先为无声者发言吗？ 
 

教宗的信函面世已有五年，还有可能孕育希望吗？ 
 

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对话，已作多次尝试，但限度极大，这是有目共同睹的。真诚相对和彼此

尊重的对话，确是众望所归，正如教宗在信中所期盼的一样。对话要求双方有直接和定期的交往，

但二十多年来的接触，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成果，反而在接触时，却不乏欠准确和欠完整的讯息、

误解、指责和僵局。 
 

有人会问：展 新方式的对话的时机到了吗？这对话方式甚至可以更为 放，更为对等，以

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为私益所破坏。圣座和许多国家都有 放和率直的对话，例如圣座和

越南找到了双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模式。北京与台北之间不是也设立高层次的特定委员会来

处理相关的问题吗？难道不能盼望圣座和中国也可进行适当和坦诚的对话吗？ 
 

中国是大国，世界各处都有华人。自 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与世界接轨之路，有多少神父、

圣职人员、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曾在世界各地的修院和天主教机构受培育！难道他们受人怂恿

而忘了国本吗？也许他们被逼跟随一个违背良心的信仰？假如这些中国移民（为数不少）要求受

洗，他们岂不享有其它受洗者同样的权利？在一个愈益 放、愈加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怎可想象：

中国的天主教教友祇因为留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被孤立起来？本人多次与中国的朋友交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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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乡里却因着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它地方却受到尊

重和欣赏！中国政府能够对众多百姓的呼声充耳不闻吗？尽管在过去五年中，有些积极的讯号，

曾一度泛起期望盼，却转瞬减弱。这使我想起一例，在 2008 年中国交响乐团和上海歌剧团为教

宗举行的盛大音乐会，无论如何，那仍是非常正面的历史事实。 
 

对教宗致中国教会的信函迈向更完善的解读 
 

教宗致中国圣职人员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五年以来，在中国教会所发生的事件重申这信

函的价值、合宜性和现实性。过去因着踌躇、怀疑、恐惧和局限，拖慢了对牧函的认识和理解，

但如今，新的局面出现了，使人更完善地理解教宗的信，这信既可成为在中国教会内对话的起点，

又可促进圣座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期盼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宿愿能够早日实现。十年前，真福若望保禄二

世已宣称：「圣座期盼以整个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 放对话的空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

以往的误解之后，彼此可以一起合作。」（信函，n.4）因此，圣座的期盼是一个对话，那对话能

对中国天主教教友、忠信的中华儿女，展现出应有的欣赏，又能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这果实

远远超出圣座和中国所能预见的效益。教宗的信仍然是一个以宗教为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理

和毫不含糊地，在中国教会内 辟修和之路。 
 

因此，这宗座文件在我看来仍是了不起的依据，它突显教宗对真理和政治公义的热衷，以及

他对天主子民的爱护；此外，文件又能把教会信理、政治视野和公众利益融会贯通，非比寻常。 
 
 
 

教宗的信函正等待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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